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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 本文基于江西省景德镇

市 2013—2022 年农村建档立卡家庭的全样本追踪调查数据,以 2015 年起实施的厕

所革命为外生政策冲击,采用多期 DID 模型,研究了厕所革命政策对低收入群体健

康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农村厕所革命有效提升了低收入

群体的健康水平,该政策主要降低了低收入群体患慢性病(非大病)的概率。 第二,
保障饮水安全、安装合格粪池、无害处理粪污、修建安全厕屋、安装合格厕具和铺设

合格管道是厕所革命政策提高低收入群体健康水平的六种途径。 第三,相较于工程

补助,资金补助的健康提升效应更显著。 第四,厕所革命政策对农村的女性低收入

群体健康水平的提升作用大于男性低收入群体,对老年低收入群体的提升作用大于

中青年低收入群体,对因病致贫群体的提升作用大于其他原因致贫群体。 本文为农

村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健康提升效应提供了微观证据,也为进一步建设美丽宜居乡

村提供了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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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建设健康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是健康中国建设在农村地区的

具体实践,对于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和实现乡村社会全面现代化具有至关

重要的作用。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健全公共卫生

体系……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 2010 年来,中国卫生健康

事业进步巨大,人均预期寿命从 74. 8 岁提升到 79 岁,人民群众健康获得感不断增

强。 其中,除了众所周知的医疗资源供给、医保报销金额与范围等因素外,卫生基础

设施同样在中国健康事业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卫生基础设施可有效降低传染性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从预防层面提高人民

群众的健康水平(Coffey
 

et
 

al. ,2018)。 其中,卫生厕所是提高中国农村基层防病能

力、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的重要卫生基础设施。 解决农村厕所问题不仅关乎到农

民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也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质量和效果,小厕所承载着

广受关注的大民生。 因此,农村厕所革命是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重点的民生工程,
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提高农民群众健康水平的重要举措(Cheng

 

et
 

al. ,2018)。 理

论上,厕所革命政策可以阻断病菌通过污染饮用水、蚊虫叮咬等途径传播的链条,进
而降低农村居民感染传染性疾病尤其是寄生虫病的风险;同时,厕所革命政策还鼓

励采用环保技术和材料,如节水设备、生物降解厕所,这些技术的应用有助于推动绿

色产业的发展。 然而,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厕所革命政策的落地并未达到预期。 部

分地区在推进过程中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倾向及“干部干,群众看”等问题,陷
入模式适配性不足、管护机制缺失、设施质量较差等困境。 在这一背景下,要真正

把厕所革命这件民生大事办好办实,亟须对其政策效果及具体实施方式进行科学

评估,进而为政府部门把握现有的政策成果、优化未来政策资源配置提供决策

参考。
基于此,本文采用江西省景德镇市 2013—2022 年建档立卡家庭全样本微观追踪

数据库,采用多期 DID 方法评估了农村厕所革命政策对低收入群体的政策影响。 研

究结果表明,第一,厕所革命政策使低收入群体的健康水平显著提升了 4. 01%。 第

二,保障饮水安全、安装合格粪池、无害处理粪污、修建安全厕屋、安装合格厕具和铺

设合格管道是厕所革命政策提高低收入群体健康水平的六种途径。 第三,区分厕所

革命政策实施方式发现,资金补助的健康提升效应较工程补助更为显著。 第四,厕
所革命政策对农村女性低收入群体健康水平的提升作用大于农村男性低收入群体,
对农村老年低收入群体健康水平的提升作用大于农村中青年低收入群体,对因病致

贫低收入群体健康水平的提升作用大于因其他原因致贫的低收入群体。
相较于既有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 第一,本文基于健康资本理论,系统分

析了厕所革命政策对低收入群体的健康提升效应。 本文将健康资本理论引入厕所

革命政策的评估框架,系统剖析了该政策如何作用于短期与长期健康资本折旧率,



乡村振兴视角下厕所革命政策的健康效应评估———基于政策工具选择的视角 99　　　

进而影响低收入群体的健康状况,丰富了健康资本理论在公共卫生与社会政策领域

的应用。 第二,本文是为数不多采用个体层面全样本追踪面板数据实证评估厕所革

命政策效果的研究。 与既有文献主要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工具变量等方法相比,本
文首次将 2015 年起我国实施的厕所革命政策作为外生冲击,运用多期 DID 方法有

效调控时间效应和个体异质性,捕捉政策实施前后不同时间点的健康变化,从而更

加可靠地评估政策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同时,本文采用个体层面的面板全样本追踪

数据,有效规避了抽样导致的潜在样本选择偏误,从实证层面进一步强化了卫生基

础设施建设与农村居民健康之间关系的可信度。 第三,本文为如何更好地“建好小

厕所,改善大民生”提供了政策启示。 通过系统评估厕所革命政策的具体实施方式

和补助形式对低收入群体健康水平的影响,本文为未来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建设、人
居环境整治乃至民生改善与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实践启示。

二、
 

政策背景、文献回顾和理论分析

(一)
 

政策背景

　 　 厕所革命在中国最早可追溯至 2014 年 12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镇江考察调

研时指出, “厕改是改善农村卫生条件、提高群众生活质量的一项重要工作”。
2015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就厕所革命工作正式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国家旅游

局以厕所革命为抓手,提升旅游品质。 3 个月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延边考察时进

一步要求:除了旅游景区、城市外,农村也要来场厕所革命。 自此,农村厕所革命在

全国全面展开,卫生厕所这一重要的卫生基础设施开始普及。
此后,围绕“厕所革命”政策的相关会议相继召开,配套文件陆续发布。 2018 年

2 月,全国厕所革命工作现场会在河北省正定县召开,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推进厕所革

命,统筹推进农村改厕与生活污水治理。 同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指出,到 2020 年,东部地区、中西部城市近郊区

等有基础、有条件的地区,基本完成农村户用厕所无害化改造①。 2018 年末印发的《关
于推进农村“厕所革命”专项行动的指导意见》为农村厕所革命提供了具体行动指南②。
2019 年至 2020 年间,政府先后发布《关于切实提高农村改厕工作质量的通知》③和

①

②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

动方案〉》,2018 年 2 月 5 日,https: / / www. gov. cn / zhengce / 2018-02 / 05 / content_5264056. htm,2025 年

12 月 20 日访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中央农办

 

农业农村部
 

卫生健康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
 

文化和旅游

部
 

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生态环境部关于推进农村“厕所革命”专项行动的指导意见》,2018 年 12 月 25
日,https: / / www. gov. cn / gongbao / content / 2019 / content_5392301. htm,2025 年 12 月 20 日访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网站:《中央农办

 

农业农村部
 

卫生健康委等 7 部门关于切实提高农村改

厕工作质量的通知》, 2019 年 7 月 15 日, https: / / www. moa. gov. cn / govpublic / ncshsycjs / 201907 /
t20190719_6321214. htm,2025 年 12 月 20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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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提高农村改厕工作实效的通知》①,对之前农村厕所革命工作的不足进

行了总结并给出了改进意见。 在此推动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关于开展农村改厕

“提质年” 工作的通知》②显示:截至 2023 年 4 月,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已超

73%,有力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提升了农民群众生活品质和卫生健康水平。

(二)
 

文献回顾

与本文相关的研究有两类文献,一支关注农村厕所革命政策的作用及影响政策

实施效果的因素。 另一支关注影响低收入群体健康水平的因素和健康扶贫政策的

效果。
一是关于农村厕所革命政策的研究。 研究发现,厕所革命政策对不同群体均产

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包括直接的健康收益和间接的经济社会效益。 在直接效益方

面,董杰等(2022)发现卫生厕所对健康的保护机制并非阻断了排泄物对水源的污

染,而是阻断了排泄物通过蚊蝇和空气等其他途径导致的细菌污染。 在间接效益方

面,刘传明和刘越(2020)发现农村厕所革命显著降低了农民医疗卫生支出,且痢疾

发病率在这一因果效应中扮演了中介变量的角色。 此外,学界也从政策执行主体、
政策环境、政策受众等角度对影响中国厕所革命政策实施效果的因素进行了归纳,
包括财政分权(李佳鹏和胡玉杰,2023)、资金投入力度(于法稳等,2022)、政策参与

意愿(苗艳青等,2012)等。
二是关于低收入群体健康水平的研究。 已有文献将影响低收入群体健康水平

的因素分为个人因素和公共因素。 一方面,诸如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心理资源等个

人资源禀赋是影响其健康水平的关键因素,具体包括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生活环

境、生产生活方式与自我评价(Fuller-Rowell
 

et
 

al. ,2012;Hammer
 

and
 

Spears,2016;梁
童心等,2019)。 另一方面,影响低收入群体健康水平的公共因素实质上反映了一个

社会的公共卫生治理能力(刘晓婷和黄洪,2015),其中健康扶贫的政策效果研究与

本文最具相关性。 研究发现,健康扶贫可以改善贫困人口的健康状况,避免他们落

入贫困陷阱。 譬如,刘子宁等(2019)指出参与医疗保险和提高医疗保险保障水平具

有显著的健康状况改善和减贫效应;陈昊等(2020)发现精准扶贫政策带来的收入效

应和工作效应显著提高了贫困群体的医疗服务利用水平。
总体而言,已有研究围绕农村厕所革命及其政策效果提出了诸多有益的见解,

但仍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 首先,在选题层面,与本文最接近的研究分析了农村厕

①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农业农村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提高农

村改厕工作实效的通知》,2020 年 6 月 16 日, https: / / www. gov. cn / zhengce / zhengceku / 2020-06 / 20 /
content_5520815. htm,2025 年 12 月 20 日访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农业农村部关于开展农村改厕“提质年”工作的通知》,2023 年 4
月 17 日,https: / / www. gov. cn / zhengce / zhengceku / 2023-04 / 24 / content_5752921. htm,2025 年 12 月 20 日

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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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革命对居民健康和医疗支出的影响(董杰等,2022;梁超等,2023)。 然而,鲜有文

献讨论农村厕所革命具体政策细节和政府补助方式对全年龄段农村居民尤其是建

档立卡群体健康水平的影响。 其次,在方法层面,现有文献对农村厕所革命的政策

评估大多采用多元线性回归、二值选择模型或工具变量等方法,鲜有文献将农村厕

所革命政策视为一种外生政策冲击并使用 DID 方法对其进行评估。 最后,在数据层

面,现有针对这一问题的宏观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可能存在抽样不随机、样本量较小、
系统性偏差等问题;微观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样本期多为 1 ~ 2 年,难以消除或减弱遗

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的影响,也无法捕捉农村厕所革命政策的动态效应。

(三)
 

假设提出

现有研究关于个体健康的研究多基于 Grossman(1972) 提出的健康资本理论。
在该理论中,健康是一种特殊的资本,其折旧率受年龄、基因、环境、生活习惯等多方

面因素影响。 作为一种资本,健康可以带来收益(包括健康带来的直接效用和健康

者工作得到的收入),也会产生成本(包括健康资本折旧率和贴现率),具体的理论模

型如下:
Grossman(1972)将每个人的效用函数设定为:

U(ϕ0H0,…,ϕnHn,Z0,…,Zn) (1)
其中,人的寿命长度 n 与第 i 期的健康资本 Hi 为内生变量,ϕi 为每单位健康资本的

收益,ϕiHi 为个体在 i 期对健康资本的消费,Z i 为个体在 i 期对其他商品的总消费。
健康资本的积累与物质资本的积累模式较为接近:

Hi +1 - Hi = Ii - δiHi (2)
其中,Ii 是个体第 i 期对健康的投资,δi 是第 i 期健康资本的折旧率。 对健康的投资

Ii 与对其他商品的消费 Z i 符合如下的家庭生产函数:
Ii = Ii(Mi,THi,E i) (3)
Z i = Z i(Yi,Ti,E i) (4)

其中,Mi 是可购买的健康服务,THi 是投资在健康上的时间,E i 是除健康外的其他外

生性人力资本变量,Yi 是个体购买的其他商品服务,Ti 是生产其他产出的时间。
个体面临的预算约束为:

∑
n

i = 0

P1iMi + P2iYi

(1 + r) i
= ∑

n

i = 0

WiTWi

(1 + r) i
+ A0 (5)

其中,预算约束式的左边为个体一生的总支出,其包括对健康投资与其他商品的支

出。 等式的右边为个体一生的总收入,其包括个体一生的劳动总收入与初始资产

A0。 P1i 与 P2i 分别为第 i 期 Mi 与 Yi 的价格,r 为利率(贴现率),Wi 为第 i 期的工资,
TWi 为第 i 期的劳动时长。

个体面临的时间约束为:
Ti + TWi + THi + TLi = 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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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Ω 为常数,TLi 为身体健康状况不佳导致的时间损失。 上述方程共同构成了健

康资本模型,消费者在式(2) ~ (6)的约束下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函数(1)。 模型的均

衡条件如下:
Wi

P i -1

+
(Uhi / λ)(1 + r) i

P i -1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G i = r + δi (7)

其中,P i-1 为健康的影子价格,Uhi 是健康的边际效用,λ 是货币的边际效用,G i 是健

康的边际产出。 等式表示健康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一致时效用最大化,等式左边

包括健康增加带来的工资收入 WiG i / P i-1 与健康直接带来的效用(Uhi / λ) (1+r) iG i /
P i-1,等式右边包括健康增加的成本,即利率与折旧率。 由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可知,
等式左边与健康资本 Hi 呈负相关关系。

已有研究较为关心健康资本的折旧率(苗艳青和陈文晶,2010),原因在于折旧

率下降会直接影响上述模型的均衡状态。 具体而言,折旧率下降会导致式(7)的右

侧下降,在均衡条件的作用下,式(7)的左侧随之下降,从而提高了健康资本 Hi 的存

量。 同时,折旧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个体行为习惯或政策干预改变,具有较强的

可塑性和较大的调控空间。 理论上,作为一种重要的卫生基础设施,卫生厕所会影

响低收入群体健康资本的折旧率,进而提高他们在均衡状态下的健康资本。 比如,
厕所环境的改善可以降低如厕者在使用厕所过程中感染各类病菌的风险,并降低排

泄物中病菌的传播速度(Ramani
 

et
 

al. ,2017;Cheng
 

et
 

al. ,2018)。 据此,本文提出假

设 1。
假设 1:

 

厕所革命政策有效提高了低收入群体的健康水平。
负面外部冲击对低收入群体健康资本的影响同时存在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王

玉泽和罗能生,2020;戴琼瑶等,2021);相应地,根据不同时间维度的影响,可将健康

资本折旧率划分为短期资本折旧率和长期资本折旧率(周钦等,2024)。 短期内,突
发性公共卫生问题或极端天气等负面外部冲击可能会显著提高健康资本的折旧率。
从长期来看,健康资本折旧率受到更稳定、更可持续的卫生基础设施和健康环境的

影响。 如果低收入群体长期处于恶劣的卫生环境,即便短期内采取了一些临时措

施,健康资本仍会维持较高的折旧率。 厕所革命政策既包含应对短期健康风险的即

时性工具,也涵盖促进长期健康资本积累的战略性举措。 一方面,厕所革命政策通

过保障饮水安全、安装合格粪池、无害处理粪污等即时性的卫生条件改善举措降低

居民的短期健康资本折旧率。 其一,厕所环境改善可以直接阻断废水和排泄物进入

饮用水源的渠道,减少水源受到污染的可能性。 其二,厕所革命政策推动了合格粪

池的普及,避免粪池成为病菌和寄生虫的滋生地,进而降低病菌通过蚊蝇和空气等

途径传播的概率。 其三,厕所革命政策使得粪污得到了无害处理,从而降低粪污中

的病菌密度。
另一方面,长期健康资本折旧率的降低依赖于更系统、可持续的卫生基础设施

建设,这会减少对居民的累积性健康损害。 厕所革命政策中的以下措施降低长期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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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资本折旧率至关重要。 其一,厕所革命政策为低收入群体修建的安全厕屋被要求

定期清洁、消毒和维护,这能从源头上降低病菌的传播性。 而且,安全厕屋还可能会

配备完善的通风、排气系统,减少厕所内有害气体的积聚,降低低收入群体患呼吸道

疾病的风险。 其二,厕所革命政策为项目参与者配备合格厕具,这类厕具一般都易

于清洁和消毒,可有效防止病菌传播。 其三,厕所革命政策要求建造的厕所配备合

格管道设施,以防止排泄物沉淀堵塞在管道中并滋生病菌。 总而言之,这些措施为

低收入群体构建了长期健康稳定的生活环境,从根本上减缓其健康资本的折旧速

度。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2。
假设 2:

 

厕所革命政策通过降低低收入群体的短期健康资本折旧率(保障饮水

安全、安装合格粪池、无害处理粪污)和长期健康资本折旧率(修建安全厕屋、安装合

格厕具和铺设合格管道)影响其健康水平。
从政策对象特征来看,厕所革命政策对低收入群体健康资本的影响会受到政策

对象初始健康资本水平的调节作用。 理论上,对于初始健康资本较低的群体,厕所

革命政策的实施通常能产生更强的边际效应。 这部分群体由于长期处于较差的卫

生环境中,健康资本较低,因而政策介入能够显著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减轻疾病负

担,从而提升健康资本;反之,初始健康资本较高的群体从政策中获得的改善效应则

相对较小。 基于上述逻辑,本文推测,厕所革命政策对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和不同原

因的低收入群体健康水平的影响存在差异。 具体而言,第一,厕所革命政策对女性

群体健康资本的累积效应大于男性群体。 健康资本折旧率存在显著性别差异(郝枫

等,2020)。 女性因生理构造特点,尤其在生理周期期间,使用厕所的频率较高,也更

易暴露于细菌和病菌中,被传播风险更高。 尤其在低收入家庭中,女性接触到不洁

卫生设施的机会更高,更易罹患尿路感染、月经期相关健康问题等,这些因素使得女

性的初始健康资本普遍更低、健康风险更大。 因此,厕所革命政策带来的健康效应

在这一群体中将更为显著。 第二,厕所革命政策对不同年龄段群体健康水平的影响

可能存在差异。 不同年龄群体的健康资本折旧率有显著差异,其中老年人的健康资

本折旧率最高,相较于其他年龄群体更易患病,因而理论上厕所革命政策带来的健

康提升效应会更显著(周钦等,2024)。 第三,厕所革命政策对不同低收入原因群体

健康水平的影响可能有所不同。 一般而言,相较于因其他原因陷入低收入的群体来

说,因病低收入群体的健康资本更加薄弱,其健康水平更有可能因卫生环境的改善

获得显著提升。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3。
假设 3:

 

厕所革命政策对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和不同原因低收入群体健康水平的

影响存在差异。
公共健康资本投资策略的效果受多种因素影响,主要包括政策设计、资金分配、

执行机制等(Masters
 

et
 

al. ,2017)。 从政策设计特征来看,政府对厕所革命项目的补

助方式呈现多样化特征,包括资金补助、工程补助等,不同的补助方式反映了政府健

康资本投资策略的差异,这些差异可能会导致政策效果截然不同。 相较于工程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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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资金补助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市场机制的扭曲,其更注重需求侧的真实诉求,
允许受益对象根据实际需要灵活使用资金,能够更精准地契合不同地区、不同家庭

的异质性需求,避免“一刀切”带来的资源错配或浪费。 这有助于提升资源的瞄准精

度与使用效率,最终更有利于改善低收入群体的健康状况(张鹏龙等,2024)。 据此,
本文提出假设 4。

假设 4:
 

不同补助形式的厕所革命政策对于低收入群体健康水平的影响存在

差异。
图 1 报告了全文的研究框架。

图 1　 研究框架

三、
 

研究设计

(一)
 

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江西省景德镇市 2013—2022 年建档立卡脱贫户家庭的全

样本统计数据库。 建档立卡是指各级政府按照相关标准和程序对贫困家庭的基本

信息进行详细核实、记录并登记,建立贫困户档案,以此实现对贫困人口的精准识

别。 景德镇市在 2013 年预建立了针对所有建档立卡家庭的统计数据库,该数据库覆

盖景德镇市历年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并对脱贫户持续开展追踪统计。 截至 2022 年

末,该数据库累计完成十轮调查,每轮调查采集建档立卡贫困户年末的各项统计信

息,包括人口特征、年度收入及享受各类扶贫政策的情况等。
本文对数据库做了以下处理。 第一,由政策背景部分可知,农村厕所革命政策

始于 2015 年。 因此,为排除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偏误,本文仅保留 2014 年末仍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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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卫生厕所的家庭。 第二,考虑到农村残疾类低收入群体的健康状况较难通过厕所

革命政策而得到改善,本文剔除全部健康状况为“残疾”的农村低收入群体样本。 经

上述样本筛选后,本文最终使用的样本包括 3666 户 7254 人,共 63784 个观测值。 样

本期内曾享受过厕所革命政策的样本被设定为处理组(1550 户 3441 人,共 30397 个

观测值),未享受过该政策的样本被设定为控制组(2116 户 3813 人,共 33387 个观测

值)。

(二)
 

变量定义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健康水平”为个体的身体健康状况,指身体各系统正常运

作,个体无疾病或生理异常。 该指标由驻村工作队在预建档立卡及后续追踪更新时

通过查询农村低收入群体的电子健康档案来确定,相较于已有文献使用的“自评健

康”和“他评健康”指标而言具有更强的客观性。 本文中,健康个体的健康水平取 1,
患病个体的健康水平取 0。 根据建档立卡数据库的建立标准和数据录入规范,低收

入群体的健康状态划分为四类:健康、患慢性病、患大病、同时患慢性病和大病。 本

文的解释变量为“厕所革命政策”,是指政府为改善农村卫生条件、提升人民生活质

量而开展的专项政策和行动计划,核心是推动农村地区卫生厕所的普及。 根据这一

定义,结合厕所革命政策始于 2015 年的背景,本文以农户 2015 年后是否参与卫生厕

所改造为依据测量“厕所革命政策”。 该政策属于多时点政策,因此,当且仅当个体

属于处理组且已受到厕所革命政策处理(即参与卫生厕所改造)时,该变量取 1,否则

取 0。
关于控制变量的选取,参考已有相关文献(周广肃等,2014;周默涵等,2024),本

文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个体健康水平的变量,包括个体特征(年龄、年龄平方、受教

育年限)及家庭特征(家庭人均纯收入、家庭住址到村主干道距离)。 其中,家庭住宅

到村主干道距离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医疗资源的可得性(张鹏龙等,2023)。 须着重

强调的是,本文在后续稳健性检验中进一步控制了村 年固定效应,等价于控制了所

有村层面变量。 最后是中介变量“饮水是否安全”,其定义如下:当饮水状况安全时

取 1,不安全时取 0。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详见表 1。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
全样本 处理组 控制组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健康水平 健康= 1,患病= 0 0. 67 0. 47 0. 71 0. 45 0. 64 0. 48

是否患慢性病 患慢性病= 1,否= 0 0. 28 0. 45 0. 25 0. 43 0. 30 0. 46

是否患大病 患大病= 1,否= 0 0. 04 0. 19 0. 03 0. 17 0. 05 0. 21

厕所革命政策 是= 1,否= 0 0. 20 0. 40 0. 42 0. 49 0 0

年龄 单位 / 岁 44. 82 22. 88 43. 41 22. 35 46. 10 23.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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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定义
全样本 处理组 控制组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年龄平方 年龄的平方 / 100 25. 32 20. 17 23. 84 19. 37 26. 67 20. 78

受教育年限 单位 / 年 6. 19 3. 65 6. 48 3. 57 5. 93 3. 70

家庭人均纯收入 单位 / 元 8987 7114 9314 7269 8689 6957

家庭住址到村

主干道距离
单位 / 千米 0. 50 1. 59 0. 50 1. 42 0. 51 1. 73

饮水是否安全 是= 1,否= 0 0.
 

80 0. 40 0. 84 0. 37 0. 77 0. 42

(三)
 

模型设定

本文使用多期 DID 方法研究了农村厕所革命政策对低收入群体健康水平的影

响,其基准模型如下:
yit = α + β × Treati × Postit + γ × X it + ui + vt + εit (8)

　 　 在式(8)中,yit 是个体 i 在第 t 期的健康水平(被解释变量)。 Treati = 1 代表个体

i 属于处理组,Treati = 0 代表个体 i 属于控制组,Postit = 1 代表个体 i 在第 t 年已经享

受了厕所革命政策,且第 t 年之后均取 1,Postit = 0 代表个体 i 在第 t 年还没有享受厕

所革命政策。 X it 是控制变量。 ui 与 vt 分别是个体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εit 是

聚类在个体层面的随机扰动项。
为检验处理组与控制组是否通过事前的趋势检验及事后是否存在持续的动态

效应,本文根据事件研究法的设定,将式(8)中的政策项Treati×Postit 更改为反映距离

政策实施时间的指示变量,回归方程如下:

yit = α + ∑
3

k = -5
βk × policyik + γ × Xit + ui + vt + εit (9)

　 　 在式(9)中,policyik 为个体 i 距离其享受厕所革命政策时点第 k 年的虚拟变量。
其他变量与式(8)的含义相同。 本部分通过观察系数 βk 的经济显著性和统计显著

性以分析厕所革命政策的动态效应。 进一步地,为探究农村厕所革命影响低收入群

体健康水平的作用路径,本文刻画了如下的中介效应模型:
Mit = α + φ × Treati × Postit + γ × X it + ui + vt + εit (10)
yit = α + β × Treati × Postit + γ × X it + δ × Mit + ui + vt + εit (11)

　 　 在式(10)和式(11)中,中介变量 Mit 为“饮水是否安全”。 式(10)中的系数 φ 刻

画了厕所革命政策对中介变量的影响,式(11)中的系数 δ 刻画了中介变量对低收入

群体健康水平的影响。 若这两个系数均显著不为 0,则表明农村厕所革命可通过保

障饮水安全的方式有效提升低收入群体的健康水平。
此外,受数据限制,本文无法使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厕所革命政策是否通过安

装合格粪池、无害处理粪污、修建安全厕屋、配备合格厕具及铺设合格管道的方式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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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低收入群体的健康水平。 然而,本文数据可以识别出处理组中享受上述措施的群

体,因此,本文尝试在式(8)的基础上引入政策项Treati×Postit 与是否享受某项具体措

施指示变量的交互项。 若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则说明享受该措施可以更有效提

升低收入群体的健康水平。 最后,在异质性分析中,为探究厕所革命政策对不同类

型低收入群体健康水平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本文在式(8) 的基础上将政策项

Treati×Postit 替换为政策项Treati×Postit 与分组变量的交互项。

四、
 

实证分析及结果

(一)
 

基准回归

　 　 表 2 展示了基于式(8)的回归结果。 其中,第(1)列仅分析了“健康水平”和“厕

所革命政策”相关关系,第(2)列纳入两种固定效应,第(3)列进一步纳入了控制变

量。 结果表明,无论是否控制双向固定效应或控制变量,厕所革命政策均显著提升

了低收入群体的健康水平。 以第(3)列估计结果为准,厕所革命政策在 1%显著性水

平下提升了低收入群体 4. 01%的健康水平。 据此,假设 1 得到验证。 在此基础上,本
部分将健康状态变量进一步细化为“是否患慢性病”与“是否患大病”[分别对应表 2 第

(4)列和第(5)列]。 需说明的是,有少量低收入群体同时患慢性病和大病(占总样本的

1. 0%)。 分析结果表明,厕所革命政策在 1%显著性水平下降低了低收入群体 4. 06%
的慢性病患病概率,但对低收入群体患大病的概率无显著影响。

表 2　 基准回归:厕所革命政策对低收入群体健康水平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1) (2) (3) (4) (5)

健康水平 是否患慢性病 是否患大病

厕所革命政策
0. 1474∗∗∗ 0. 0316∗∗∗ 0. 0401∗∗∗ -0. 0406∗∗∗ -0. 0004

(22. 36) (4. 63) (6. 16) ( -6. 09) ( -0. 11)

年龄
-0. 0335∗ 0. 0300 0. 0090∗∗∗

( -1. 77) (1. 63) (5. 47)

年龄平方
0. 0414∗∗∗ -0. 0352∗∗∗ -0. 0120∗∗∗

(23. 71) ( -19. 66) ( -12. 23)

受教育年限
0. 0087∗∗∗ -0. 0070∗∗∗ -0. 0014

(5. 41) ( -4. 07) ( -1. 44)

家庭人均纯收入(对数)
0. 0071∗∗∗ -0. 0051∗ -0. 0022

(2. 66) ( -1. 79) ( -1. 32)

家庭住址到村主干

道距离(对数)
-0. 0186∗∗ 0. 0100 0. 0203∗∗∗

( -2. 29) (1. 28) (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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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被解释变量
(1) (2) (3) (4) (5)

健康水平 是否患慢性病 是否患大病

常数项
0. 6452∗∗∗ 0. 6693∗∗∗ 1. 0091 -0. 0745 -0. 0284

(126. 34) (486. 38) (1. 19) ( -0. 09) ( -0. 43)

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数 63784 63667 63667 63667 63667

R2 0. 016 0. 690 0. 701 0. 662 0. 534

　 　 注:∗∗∗ 、∗∗ 、∗分别代表显著性水平为 1%、5%和 10%,括号内为 t 值,且在个体层面聚类。

值得关注的是,本文测算的厕所革命政策对低收入群体的健康提升效应(4. 01%)
与其他以提升居民健康为目标的政策的健康提升效应较为接近。 例如,郑适等

(2017)的研究结果表明,新农合参保年限每增加 1 年,参与者身体健康状况改善的

概率将增加 4. 5%,心理健康状况获得改善的概率将增加 5. 3%。 这同样在一定程度

上佐证了本文结论的可信度。
图 2 检验了厕所革命政策实施前处理组与控制组是否通过了事前趋势检验,且

进一步揭示了厕所革命政策的动态效应。 结果显示,在政策实施前,厕所革命政策

变量系数的置信区间均包含零值,说明两组在政策实施前的健康水平无显著差异;
在政策实施后,该系数均显著大于零值,且这一提升效应随时间逐渐递增,表明厕所

革命政策显著提升了低收入群体的健康水平。

图 2　 事前趋势检验结果

注:Pre1 被设定为事前趋势检验的基准组,虚线表示 95%的置信区间,本图仅报告了政策前 5 期至后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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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稳健性检验

1.
 

安慰剂检验

　 　 为进一步排除遗漏变量和随机因素对本文核心结论的潜在影响,本文在研究样

本中随机抽取享受厕所革命政策的个体并为其分配享受政策的时间,基于此对基准

模型重新进行 500 次回归,并参考这些新回归中核心系数的估计结果来检验文章基

本结论的可信度。 若这些回归的估计系数主要分布在 0 附近,且 p 值大于 0. 05,则
表明研究设计中基准模型的设定不存在影响较大的随机因素和遗漏变量问题。 图 3
中的横虚线代表 p 值= 0. 05,竖虚线代表基准回归中的估计系数(0. 0401)。 由图 3
可知,安慰剂检验的回归中估计系数远小于基准回归系数,且大多数估计系数结果

的 p 值均大于 0. 05,表明本文的基准模型设定并不存在显著的随机因素干扰及严重

的遗漏变量问题。

图 3　 安慰剂检验结果

2.
 

其他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核心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还进行了以下多项稳健性检验。 表 3 展示了替

换实证模型后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第(1)列使用面板 Logit 模型进行回归;第(2)列

重新设定被解释变量,将健康状态为健康的个体赋值为 0,仅患慢性病或大病的个体

赋值为 1,同时患慢性病和大病的个体赋值为 2,使用面板 Ologit 模型进行回归;第
(3)列使用广义 Heckman 模型进行回归,以缓解样本选择偏差的影响。 结果表明,更
换模型后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进一步验证了核心结论的稳健性。

表 3　 稳健性检验:更换模型

被解释变量:健康水平 (1) (2) (3)

处理方式 Logit 模型 Ologit 模型 广义 Heckman 模型

厕所革命政策
0. 4598∗∗∗ -0. 4926∗∗∗ 0. 0531∗∗∗

(7. 69) ( -9. 66) (6.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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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解释变量:健康水平 (1) (2) (3)

处理方式 Logit 模型 Ologit 模型 广义 Heckman 模型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个体+年份固定效应 乡镇+年份固定效应 乡镇+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数 26389 63784 62757

　 　 注:∗∗∗代表显著性水平为 1%,括号内为 t 值,且在个体层面聚类。

表 4 展示了其他稳健性检验结果。 第一,多期 DID 估计量的负权重检验。 多期

DID 的双向固定效应估计量存在的负权重问题可能导致估计结果偏差( Goodman-
Bacon,2021),因此第(1)列采用基于逆概率加权最小二乘法得到的双重稳健 DID 估

计量。 结果表明,在解决了负权重问题后,厕所革命政策仍显著提升了低收入群体

的健康水平。 第二,保留平衡面板数据。 第(2)列仅保留了 2013—2022 年均存在的

样本重新进行回归,估计结果仍正向显著。 第三,更换标准误。 为防止标准误聚类

到个体层面造成的过度显著问题,第(3)列将标准误重新聚类到村层面,估计结果仍

正向显著。 第四,控制精准扶贫政策。 为了控制精准扶贫政策对低收入群体健康的

影响,第(4)列控制了低收入群体是否享受精准扶贫政策的虚拟变量,回归结果仍正

向显著。 第五,控制村 年固定效应。 为避免行政村层面随时间变化因素导致的估

计偏误,第(5)列控制了村 年固定效应(即实现了对乡镇、村庄发展水平的控制),回
归结果依旧正向显著。 第六,PSM-DID 检验。 为排除政策分组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

题,第(6)列采用 PSM-DID 方法对处理组个体进行了匹配。 结果表明,PSM-DID 的

实证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表 4　 其他稳健性检验

被解释变量:健康水平 (1) (2) (3) (4) (5) (6)

处理方式
负权重

检验

平衡

面板

更换

标准误

控制其他

政策

控制村

年固定效应

PSM-
DID

厕所革命政策
0. 0621∗∗∗ 0. 0430∗∗∗ 0. 0401∗∗∗ 0. 0400∗∗∗ 0. 0488∗∗∗ 0. 0439∗∗∗

(9. 54) (5. 09) (3. 67) (6. 14) (5. 79) (6. 58)

精准扶贫政策
0. 0238∗∗∗

(4. 8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村 年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观测值数 63635 40820 63667 63667 63361 57382
R2 0. 660 0. 701 0. 701 0. 749 0. 706

　 　 注:∗∗∗代表显著性水平为 1%,括号内为 t 值,且在个体层面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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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厕所革命政策影响低收入群体健康水平的机制和异质性分析

(一)
 

机制分析

　 　 表 5 报告了基于式(10)和式(11)的回归结果。 其中,第(1)列是表 2 基准回归

中的第(3)列。 第(2)列是式(10)的回归结果,第(3)列是式(11)的回归结果。 结果

表明,第一,表 5 第(2)列显示,厕所革命政策显著改善了低收入群体的饮水安全状

况。 第二,表 5 第(3)列中,保障饮水安全对低收入群体健康水平的回归系数显著为

正;同时,厕所革命政策变量的系数尽管仍显著为正,但相较于第(1)列有所下降,说
明保障饮水安全在厕所革命政策影响低收入群体健康水平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测算结果发现,这一正向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重约为 20. 70%。

表 5　 机制检验:健康水平与保障饮水安全

被解释变量
健康水平 饮水是否安全 健康水平

(1) (2) (3)

厕所革命政策
0. 0401∗∗∗ 0. 2299∗∗∗ 0. 0318∗∗∗

(6. 16) (27. 65) (4. 71)

饮水是否安全
0. 0363∗∗∗

(3. 9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数 63667 63667 63667

R2 0. 701 0. 789 0. 701

　 　 注:∗∗∗代表显著性水平为 1%,括号内为 t 值,且在个体层面聚类。

鉴于基准回归已发现厕所革命政策仅显著影响了低收入群体慢性病患病概率,
表 6 在表 5 的基础上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是否患慢性病”重新进行回归。 结果表

明,保障饮水安全对低收入群体患慢性病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同时,厕所革命政策

变量的系数尽管仍显著为负,但其绝对值相较于第(1)列有所下降,说明保障饮水安

全在厕所革命政策影响低收入群体患慢性病中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中介效应占

总效应比重约为 21. 43%,与表 5 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
表 7 报告了对厕所革命政策具体措施有效性的讨论。 如前所述,在基准回归模

型中加入政策项与是否享受某项具体措施指示变量的交互项,若交互项的系数显著

为正,则说明享受相应的具体措施可更有效地提升低收入群体的健康水平,这类措

施是厕所革命政策提高低收入群体健康水平的途径。 其中,第(1)列至第(5)列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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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安装合格粪池”“无害处理粪污” “修建安全厕屋” “安装合格厕具”与“铺设合

格管道”的回归结果。 表 8 则在表 7 的基础上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是否患慢性病”
并重新进行回归。 表 7 的回归结果表明,五类具体措施相关的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

为正,说明这五类措施均是厕所革命政策影响低收入群体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享
受上述政策可更有效地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健康水平。 类似地,表 8 的回归结果表明,
这五类措施均是厕所革命政策降低低收入群体慢性病患病概率的重要途径。 假设 2
得到证实。

表 6　 机制检验:是否患慢性病与保障饮水安全

被解释变量
是否患慢性病 饮水是否安全 是否患慢性病

(1) (2) (3)

厕所革命政策
-0. 0406∗∗∗ 0. 2299∗∗∗ -0. 0319∗∗∗

( -6. 09) (27. 65) ( -4. 61)

饮水是否安全
-0. 0380∗∗∗

( -3. 9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数 63667 63667 63667

R2 0. 662 0. 789 0. 662

　 　 注:∗∗∗代表显著性水平为 1%,括号内为 t 值,且在个体层面聚类。

表 7　 机制检验:厕所革命政策的具体措施与健康水平

被解释变量:健康水平

(1) (2) (3) (4) (5)

安装合格

粪池

无害处理

粪污

修建安全

厕屋

安装合格

厕具

铺设合格

管道

厕所革命政策×是否享受具体措施
0. 0260∗∗ 0. 0385∗∗∗ 0. 0732∗∗∗ 0. 1127∗∗∗ 0. 1078∗∗∗

(2. 28) (2. 62) (2. 65) (4. 55) (3. 54)

厕所革命政策
0. 0306∗∗∗ 0. 0338∗∗∗ 0. 0368∗∗∗ 0. 0338∗∗∗ 0. 0355∗∗∗

(4. 05) (4. 89) (5. 58) (5. 11) (5. 4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数 63667 63667 63667 63667 63667

R2 0. 701 0. 701 0. 701 0. 701 0. 701

　 　 注:∗∗∗ 、∗∗分别代表显著性水平为 1%、5%,括号内为 t 值,且在个体层面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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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机制检验:厕所革命政策的具体措施与患慢性病概率

被解释变量:是否患慢性病

(1) (2) (3) (4) (5)

安装合格

粪池

无害处理

粪污

修建安全

厕屋

安装合格

厕具

安装合格

管道

厕所革命政策×是否享受具体措施
-0. 0258∗∗ -0. 0269∗ -0. 0656∗∗ -0. 1071∗∗∗ -0. 1027∗∗∗

( -2. 25) ( -1. 76) ( -2. 40) ( -4. 28) ( -3. 36)

厕所革命政策
-0. 0312∗∗∗ -0. 0362∗∗∗ -0. 0377∗∗∗ -0. 0346∗∗∗ -0. 0363∗∗∗

( -4. 03) ( -5. 16) ( -5. 57) ( -5. 11) ( -5. 3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数 63667 63667 63667 63667 63667

R2 0. 662 0. 662 0. 662 0. 662 0. 662

　 　 注:∗∗∗ 、∗∗ 、∗分别代表显著性水平为 1%、5%和 10%,括号内为 t 值,且在个体层面聚类。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表 9 进一步考察了厕所革命政策不同的实施形式对低收

入群体健康水平或慢性病患病概率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具体而言,本部分在

基准回归模型中将“厕所革命政策”变量替换为“厕所革命政策”变量与“不同实施形

式”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回归结果表明,厕所革命政策的两种实施形式均能有效提

升低收入群体健康水平,降低其慢性病患病概率,但资金补助形式的政策效果显著

优于工程补助形式。 据此,假设 4 得到证实。

表 9　 机制检验:厕所革命政策的实施形式

被解释变量
(1) (2) (3) (4)

健康水平 是否患慢性病

厕所革命政策×资金补助
0. 1324∗∗∗ 0. 0798∗∗∗ -0. 1124∗∗∗ -0. 0711∗∗∗

(10. 59) (6. 80) ( -9. 45) ( -6. 11)

厕所革命政策×工程补助
0. 1531∗∗∗ 0. 0261∗∗∗ -0. 1250∗∗∗ -0. 0299∗∗∗

(21. 09) (3. 67) ( -18. 07) ( -4. 07)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观测值数 63784 63667 63784 63667

R2 0. 016 0. 701 0. 012 0. 662

　 　 注:∗∗∗代表显著性水平为 1%,括号内为 t 值,且在个体层面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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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异质性分析

1.
 

性别异质性

　 　 为考察厕所革命政策对不同性别群体健康水平和患慢性病概率的影响是否存

在差异,本部分按照性别将低收入群体分为两组,将政策项拆分为政策项与性别分

组虚拟变量的交乘项,系统探究厕所革命政策影响效应的性别差异性,回归结果如

表 10 所示。 以表 10 中第(2)(4)列的结果为准,虽然厕所革命政策同时提升了农村

男性低收入群体和女性低收入群体的健康水平并降低了慢性病患病概率,但该政策

对女性低收入群体健康水平的提升效应大于男性低收入群体。

表 10　 异质性分析:不同性别

被解释变量
(1) (2) (3) (4)

健康水平 是否患慢性病

厕所革命政策×男性组
0. 1535∗∗∗ 0. 0367∗∗∗ -0. 1280∗∗∗ -0. 0355∗∗∗

(18. 31) (4. 59) ( -16. 15) ( -4. 33)

厕所革命政策×女性组
0. 1400∗∗∗ 0. 0441∗∗∗ -0. 1137∗∗∗ -0. 0467∗∗∗

(15. 21) (4. 90) ( -12. 88) ( -5. 12)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观测值数 63784 63667 63784 63667
R2 0. 016 0. 701 0. 012 0. 662

　 　 注:∗∗∗代表显著性水平为 1%,括号内为 t 值,且在个体层面聚类。

2.
 

年龄异质性

为考察厕所革命政策对不同年龄人群健康水平及慢性病概率的影响是否存在

差异,本部分以 60 岁和 18 岁为分界点,将低收入群体分为未成年组、中年组、老年组

三组。 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本部分将政策项拆分为政策项与年龄分组虚拟变量的

交乘项,系统探究该政策影响效应的年龄差异性。 回归结果如表 11 所示。 以表 11
中第(2)(4)列的结果为准,政策对老年组健康水平的提升效应最大;对未成年组健

康水平的提升效应次之;对中年组健康水平的提升效应最小。 相应地,不同年龄组

患慢性病概率的下降幅度与健康水平提升幅度的排序一致,这表明,厕所革命政策

对老年人健康水平的提升作用相对中年组、未成年组更为突出。

表 11　 异质性分析:不同年龄

被解释变量
(1) (2) (3) (4)

健康水平 是否患慢性病

厕所革命政策×老年组
0. 0099 0. 0672∗∗∗ 0. 0185 -0. 0803∗∗∗

(0. 86) (5. 08) (1. 64) ( -6.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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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被解释变量
(1) (2) (3) (4)

健康水平 是否患慢性病

厕所革命政策×中年组
0. 1806∗∗∗ 0. 0241∗∗∗ -0. 1598∗∗∗ -0. 0178∗∗

(22. 13) (3. 27) ( -20. 93) ( -2. 34)

厕所革命政策×未成年组
0. 3076∗∗∗ 0. 0352∗∗∗ -0. 2704∗∗∗ -0. 0318∗∗∗

(39. 94) (4. 84) ( -41. 06) ( -4. 44)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观测值数 63784 63667 63784 63667

R2 0. 026 0. 701 0. 022 0. 662

　 　 注:∗∗∗ 、∗∗分别代表显著性水平为 1%、5%,括号内为 t 值,且在个体层面聚类。

3.
 

低收入原因异质性

为考察厕所革命政策对不同低收入原因人群健康水平和患慢性病概率的影响

是否存在差异,本部分按低收入成因将低收入群体分为因病低收入组和因其他原因

低收入组,通过将政策项拆分为政策项与低收入原因分组虚拟变量的交乘项,系统

探究该政策对两类群体的影响差异,回归结果如表 12 所示。 以表 12 中第 2、4 列的

结果为准,厕所革命政策虽同时提升了两类群体的健康水平、降低了其慢性病患病

概率,但在统计显著性和经济显著性层面,政策对因病低收入群体健康水平的提升

效应及患慢性病的抑制效应均强于因其他原因低收入群体。 据此,假设 3 得到验证。

表 12　 异质性分析:不同低收入原因

被解释变量
(1) (2) (3) (4)

健康水平 是否患慢性病

厕所革命政策×因病低收入组
0. 0216∗∗ 0. 0591∗∗∗ -0. 0157 -0. 0552∗∗∗

(2. 07) (6. 57) ( -1. 57) ( -5. 86)

厕所革命政策×因其他原因低收入组
0. 2407∗∗∗ 0. 0257∗∗∗ -0. 2001∗∗∗ -0. 0296∗∗∗

(35. 20) (3. 23) ( -30. 32) ( -3. 75)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观测值数 63784 63667 63784 63667

R2 0. 027 0. 701 0. 020 0. 662

　 　 注:∗∗∗ 、∗∗分别代表显著性水平为 1%、5%,括号内为 t 值,且在个体层面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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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江西省景德镇市 2013—2022 年建档立卡家庭微观追踪数据,运用多期

DID 方法评估了农村厕所革命政策对低收入群体健康水平的影响及其具体作用机

制。 研究发现,第一,厕所革命政策显著提升了低收入群体 4. 01%的健康水平,且该

政策主要降低了低收入群体患慢性病而非患大病的概率。 第二,保障饮水安全、安
装合格粪池、无害处理粪污、修建安全厕屋、安装合格厕具和铺设合格管道是厕所革

命政策提升低收入群体健康水平的六种途径。 第三,相较于工程补助,资金补助对

低收入群体的健康提升作用更为显著。 第四,厕所革命政策的健康效应存在群体异

质性:对农村女性低收入群体健康水平的提升作用大于农村男性低收入群体,对农

村老年低收入群体健康水平的提升作用大于农村中青年低收入群体,对因病低收入

群体健康水平的提升作用大于因其他原因低收入群体。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其一,高位统筹推进厕所革命,实

现农村卫生厕所全覆盖。 研究发现,厕所革命政策对低收入群体的健康水平具有显

著提升效应,“小厕所”关乎“大民生”。 为此,应将农村厕所革命作为一项系统性工

程统筹谋划,在全面摸排当前农村厕所现状、补齐农村卫生厕所建设各环节短板的

基础上,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推动农村卫生厕所全覆盖,着力破解农村厕所改造推进

慢、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加快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与健康乡村建设,以厕所革命之“点”
撬动乡村振兴之“面”。

其二,聚焦农村厕所革命政策健康效应着力点,建立健全厕改监督与评估机制。
研究表明,保障饮水安全是厕所革命政策提高低收入群体健康水平的重要前提。 在

推行厕改工程的同时,政府应同步开展配套改水工程建设,在筑牢农村居民饮水安

全底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大政策的健康提升效应。 其次,加快实现农村居民合格

粪池全覆盖,通过科学收集与处理排泄物,最大限度隔断病毒通过饮用水源之外的

其他渠道传播。 再次,积极引入粪污无害处理技术,降低粪污中的病菌密度,从源头

上减少其对农村居民健康资本的损害。 最后,持续推进安全厕屋、合格厕具及合格

管道的安装工程,全面阻断病毒细菌的传播路径。 同时,政府应建立定期与不定期

相结合的厕改工作检查机制,及时发现问题和不足之处,调整、改进工作方案,确保

厕改工作的质量与成效。
其三,关注低收入群体实际需求,针对不同类型的农村居民进行靶向施策。 在

推进后续厕所革命工程前,政府须先摸排农村居民尤其是农村极端低收入群体对卫

生厕所的使用现状与实际需求,对符合条件的潜在受益群体基本情况进行详细统计

并分析,优先为家中有女性、老年人或因病致贫群体推进卫生厕所建设。 针对因其

他原因导致低收入的农村家庭,鉴于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对其健康的提升作用相对有

限,建议政府通过优化医疗资源供给、减免医疗费用等见效快且成效好的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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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开展健康帮扶。 同时,应将激励机制设计与农民观念引导相结合,充分释放政

府资金补助的激励效能,提升政策参与度与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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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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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anitary
 

toilets
 

are
 

an
 

important
 

infrastructure
 

for
 

improving
 

disease
 

prevention
 

in
 

rural
 

China
 

and
 

for
 

protecting
 

the
 

health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Accordingly,
 

the
 

toilet
 

revolution
 

policy
 

will
 

improve
 

the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and
 

farmers􀆳
 

health.
 

Specifically,
 

toilet
 

revolution
 

policies
 

can
 

reduce
 

the
 

vulnerability
 

of
 

rural
 

residents
 

to
 

infectious
 

diseases
 

by
 

blocking
 

the
 

transmission
 

of
 

bacteria
 

that
 

contaminate
 

the
 

drinking
 

water
 

and
 

spread
 

through
 

the
 

air.
 

However,
 

there
 

is
 

little
 

literature
 

on
 

the
 

impact
 

of
 

the
 

rural
 

“toilet
 

revolution”
 

on
 

the
 

health
 

of
 

low-income
 

people.
 

Therefore,
 

in
 

the
 

macro
 

context
 

of
 

connecting
 

the
 

stag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o
 

the
 

stag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a
 

scientific
 

assessment
 

of
 

whether
 

the
 

toilet
 

revolution
 

policy
 

has
 

improved
 

the
 

health
 

of
 

the
 

low-income
 

population,
 

to
 

determine
 

the
 

impact
 

of
 

the
 

rural
 

toilet
 

revolution
 

policy,
 

and
 

finally
 

to
 

provide
 

policy
 

references
 

for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o
 

understand
 

the
 

policy
 

results
 

and
 

improve
 

the
 

future
 

allocation
 

of
 

policy
 

resources.
This

 

paper
 

utilizes
 

the
 

micro-tracking
 

database
 

of
 

poor
 

households
 

registered
 

in
 

Jingdezhen
 

prefectural-level
 

cities
 

in
 

central
 

China
 

from
 

2013
 

to
 

2022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the
 

rural
 

“ toilet
 

revolution”
 

on
 

the
 

health
 

of
 

the
 

poor
 

population,
 

employing
 

a
 

multi-stag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The
 

study
 

finds
 

the
 

following:
 

First,
 

the
 

toilet
 

revolution
 

policy
 

improved
 

the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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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low-income
 

people.
 

The
 

quantitativ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oilet
 

revolution
 

policy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health
 

of
 

low-income
 

people
 

by
 

4. 01
 

percent.
 

This
 

policy
 

primarily
 

reduced
 

the
 

likelihood
 

of
 

low-income
 

individuals
 

developing
 

chronic
 

diseases
 

rather
 

than
 

developing
 

more
 

severe
 

illnesses.
 

Second,
 

the
 

analytical
 

results
 

show
 

that
 

ensuring
 

safe
 

drinking
 

water,
 

installing
 

qualified
 

septic
 

tanks,
 

safely
 

disposing
 

of
 

human
 

waste,
 

building
 

safe
 

toilet
 

facilities,
 

installing
 

qualified
 

toilet
 

fixtures,
 

and
 

installing
 

qualified
 

pipes
 

are
 

six
 

ways
 

in
 

which
 

the
 

toilet
 

revolution
 

policy
 

will
 

improve
 

the
 

health
 

of
 

low-income
 

people.
 

Third,
 

financial
 

subsidies
 

play
 

a
 

more
 

obvious
 

role
 

than
 

engineering
 

subsidies
 

in
 

terms
 

of
 

health
 

improvement
 

effects.
 

Fourth,
 

the
 

results
 

of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
 

that
 

the
 

toilet
 

revolution
 

policy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health
 

of
 

female
 

rural
 

low-income
 

people
 

than
 

on
 

that
 

of
 

male
 

rural
 

low-income
 

people,
 

a
 

greater
 

effect
 

on
 

the
 

health
 

of
 

elderly
 

rural
 

low-income
 

people
 

than
 

on
 

that
 

of
 

young
 

and
 

middle-aged
 

rural
 

low-income
 

people,
 

and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health
 

of
 

low-income
 

people
 

due
 

to
 

illness
 

than
 

due
 

to
 

other
 

reasons.
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
 

of
 

this
 

paper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ree
 

areas.
 

First,
 

based
 

on
 

health
 

capital
 

theor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the
 

health
 

improvement
 

effects
 

of
 

the
 

toilet
 

revolution
 

policy
 

on
 

low-income
 

groups,
 

supplementing
 

the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health
 

capital
 

theory.
 

Second,
 

this
 

paper
 

is
 

one
 

of
 

the
 

few
 

studies
 

that
 

utilizes
 

individual-level
 

panel
 

full-sample
 

tracking
 

data
 

to
 

empirically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oilet
 

revolution
 

policy,
 

thereby
 

further
 

strengthening
 

the
 

credibilit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of
 

sanit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the
 

health
 

of
 

rural
 

residents.
 

Third,
 

this
 

paper
 

provides
 

policy
 

insights
 

on
 

how
 

to
 

design
 

small
 

toilets
 

more
 

effectively
 

to
 

improve
 

the
 

people􀆳s
 

livelihood,
 

offering
 

policy
 

references
 

for
 

the
 

planning
 

of
 

future
 

rural
 

health
 

infrastructure.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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